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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與澎湖地區所發現的越南釉下褐彩（鐵繪）瓷可分為兩期，器形以碗為主。第一

期的年代約在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五世紀初，所發現者大多為臺灣海峽的澎湖馬公港與臺灣

西南部沿海之出水文物。第二期年代則為十七世紀後半，發現於臺灣南部的社內遺址，該

遺址被視為西拉雅族新港社原住民所居住的地區。與上述文物相同特徵的越南陶瓷，可見

於越南北部河內周邊窯址以及日本、東南亞等多處陸上與水下遺址。這些臺灣首次所發現

的越南釉下褐彩瓷，不僅反映了不同時期東亞各地陶瓷貿易的變遷，以及東南亞窯業在特

定歷史時期的發展，同時也可清楚顯示出臺灣、澎湖及其周邊海域在亞洲國際海上貿易網

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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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ese Underglaze-painted Iron-brown Wares

Found in Taiwan and Pen-hu Archipelago and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These Relics

Lu, Tai-kang＊

Abstract

Vietnamese Underglaze-painted iron-brown (black) wares found in Taiwan and Pen-hu

Archipelago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and most of the shape of the wares are bowl. The

date of the first phase should be traced back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 Nearly all of the ceramics in this period were the underwater relics

found in Ma-gung Harbor, Pen-hu Archipelago around Taiwan strait and the offshore of

southwestern coastline of Taiwan. The second phase could be dated back t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wares of this period were found at the Shenei site, situated in

Tainan County, southwest Taiwan, which believed to be the living area of aboriginals of the

Siraya tribe. The wares with same characters as mention above also could be found at kiln sites

in surrounding area of Hanoi, northern Vietnam, and various maritime and land archaeological

site in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Vietnamese Underglaze-painted iron-

brown wares were found in Taiwan. These works are not only suggest the changing steps of

ceramic trade around East Asia in different perio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eramic production

of Southeast Asia in specific period, but also show the important of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maritime trade in Taiwan, Pen-hu and surrounding seagoing routes.   

Keywords:  

Taiwan, Pen-hu Archipelago, Trade ceramics, Vietnam, 

Underglaze-painted iron-brown w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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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灣與澎湖地區及其周邊海域所發現的越南釉下褐彩瓷，為過去學界未曾討論與重視

之貿易陶瓷資料。本文首先依其特徵分為三類，繼而比較海外各地同類考古出土品以及越

南北部窯址資料，將其年代大致分為兩期，第一期時間約在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五世紀初，

所發現者大多為臺灣海峽的澎湖馬公港與臺灣西南部沿海之出水文物。第二期年代則為十

七世紀後半，發現於臺灣南部的社內遺址。接著，透過前人研究成果與相關史料紀錄，本

文試圖藉由上述臺灣所發現的越南釉下褐彩瓷，觀察元末明初、明末清初這兩個不同時

期，東亞地區陶瓷生產與貿易上的的若干變遷，同時也以此揭示臺灣、澎湖及其周邊海域

在亞洲國際海上貿易網絡的重要性。

壹、遺物特徵描述

臺灣與澎湖地區及其周邊海域所發現的越南釉下褐（黑）彩瓷，以碗形器為主，依其

特徵可大致分為三類，以下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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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各類標本線繪圖（作者提供）



第一類碗，撇口弧壁，口沿內外及碗心裝飾釉下褐彩（日文稱「鐵繪」）裝飾，標本復

元後可知口徑在18至15公分之間，足徑在3.5至6.4公分之間。以下分述六件標本個別特徵。

澎湖馬公港出水標本編號MGG0527，釉下褐彩花草紋碗器底（圖1-1、圖2、圖3），透

明釉泛黃有開片，碗心以釉下褐彩勾繪簡約的折枝花草紋，花結呈四瓣團菊，外壁殘見釉

下褐彩線圈紋，碗心可見支燒痕，圈足低矮粗寬，足形切修外斜內斜，微向外撇，圈足內

施褐色化粧土，圈足徑為3.5公分。

澎湖馬公港出水標本編號MGG3635，釉下褐彩花草紋碗器壁殘片（圖1-2、圖4-1），近

口沿處內、外壁皆見釉下褐彩裝飾，口徑復原後為18公分。

澎湖馬公港出水標本編號MGG3636，釉下褐彩花草紋碗器壁殘片（圖1-3、圖4-2），近

口沿處內、外壁皆見釉下褐彩裝飾，口徑復原後為15公分。

澎湖馬公港出水標本編號MGG3638，釉下褐彩花草紋碗器壁殘片（圖1-5、圖4-3），外

壁口沿下，以釉下褐彩勾繪連續圓弧狀卷草紋，內壁口沿處則為雙線內繪連續圈狀卷草

紋，口徑復原後為16公分。

澎湖通樑（TL）採集品，現藏於澎湖縣文化局，釉下褐彩花草紋碗器底殘片（圖1-7、

圖5），透明釉泛黃有開片，碗心見釉下褐彩花草紋，足底露胎無釉，圈足低矮粗寬，足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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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馬公港出水第一類碗（作者提供） 圖3   同圖2



切修外斜內斜，微向外撇，圈足徑為3.8公分。全器外表與斷面皆遭海浪拍打滾動侵蝕，故

應為潮間帶採集標本。

臺灣西南部雲林沿海地區漁民出海捕魚時，打撈出水之釉下褐彩花草紋碗（圖1-6、圖

6、圖7），1 透明釉泛黃有開片，碗心以釉下褐彩單線圈，圈內勾繪簡約折枝花草紋，外壁

口沿下以雙線內繪連續圓弧狀卷草紋，內壁口沿處則為雙線內繪連續圈狀卷草紋。碗心可

見四點支燒痕，圈足低矮粗寬，足形切修外斜內斜，微向外撇，圈足內施褐色化粧土。口

徑復原後為17.2公分，器高7.3公分，圈足徑6.4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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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件標本首次公佈於陳信雄、盧泰康，《澎湖馬公港出水文物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澎湖：澎湖縣文化局，2007年，頁71。

圖4   馬公港出水第一類碗（作者提供）

圖6   雲嘉沿海出水第一類碗（作者提供） 圖7   同圖6

圖5   澎湖通樑採集第一類碗（作者提供）



第二類碗，撇口弧壁，器壁內、外同時裝飾釉下褐彩與釉下青花（圖1-4、圖8、圖

9），目前僅發現一件，澎湖馬公港出水標本編號MGG3637，釉下青花褐彩花草紋碗器壁殘

片，內、外壁近口沿處，可見釉下褐彩線圈紋，接著以青花勾繪花草紋（圖10），口徑復原

後為13公分。

124《史物論壇》 第 10 期 民國99年6月

圖8   馬公港出水第二類碗（作者提供） 圖9   同圖8

圖10   第二類碗50倍顯微放大



第三類碗，直口弧壁，裝飾釉下褐彩花草紋，碗心澀圈，首次發現於臺灣南部臺南

縣新市鄉社內遺址，2 以下分述兩件標本個別特徵。

一件編號PVY011，花草紋釉下褐彩碗（圖1-8、圖11、圖12）。造形特徵為直口微敞，

斜弧壁，圈足高直粗寬，挖足過肩，足形切修外斜內直。釉色透明偏黃，釉面有些許細碎

開片，施釉不及底。器壁內外勾繪筆花草紋，碗心澀圈無釉，口徑15公分，圈足徑7.7公

分，器高6.1公分。

另一件編號PBY408，圈花紋釉下褐彩碗器底殘片（圖1-9、圖13、圖14）。造形特徵為

直口弧壁，器底接近圈足處轉折明顯，挖足過肩，圈足高直粗寬，足形切修外斜內直。釉

色透明偏黃，施釉不及底。碗心澀圈無釉，內有簡筆圈花紋，圈足徑7.8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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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類標本首次公佈於李匡悌，《三舍暨社內遺址受相關水利工程影響範圍搶救考古發掘工作計劃期末報告》，臺北：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2005年，圖版26、70。惟2004年筆者參與整理社內標本工作時，無法判定此二件標本產地，僅稱其「可能非

中國所產」。

圖11   台南社內遺址出土第三類碗（作者提供） 圖12   同圖11

圖13   台南社內遺址出土第三類碗（作者提供） 圖14   同圖13



貳、產地來源與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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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越南北部相關窯址及地點位置圖

圖16    Kim Lan遺址出土越南釉下褐彩碗

（引自西村、西野2004）

圖17    河內市區昇龍皇城遺址出土

越南釉下褐彩碗（作者拍攝）



第一類釉下褐彩碗，碗形特徵為撇口弧壁，口沿與器壁裝飾褐彩簡筆卷草紋，碗心亦

裝飾花草紋，透明釉色偏黃，胎骨斷面疏鬆呈色灰黃，其中兩件器底圈足內有施褐色化粧

土。上述各項特點顯示其具有越南北部地區燒製陶瓷之特徵（以下所提及相關越北地點位

置見圖15）。根據越南北部窯址資料，可知河內周邊地區存在數個可能燒造地點，例如古昇

龍城的西側Dai La遺址（大羅，即今日河內Ba Dinh的Cong Vi地區）、3 位於紅河左岸河內東

方90公里，Hai Duong省（海陽省）Hai Duong市北方30公里Van Yen窯址，4 以及河內市郊

東南方Gia Lam區的Bát Tràng窯，5 皆發現了類似特徵的燒成廢品，或被認為是燒製產地。

而近年在上述河內周邊著名傳統窯業中心Bát Tràng窯南方隔運河相望的Kim Lan（金蘭社）

的Bai Ham Rong地點考古發掘中，則發現了十四世紀後半建築基礎（KLR1），其所共出之

釉下鐵繪碗燒成廢品（圖16）以及窯具，再次顯示了Bát Tràng-Kim Lan窯區做為上述器類

燒造地點的可能性。6 此外，在河內市中心的李朝（1009-1225 AD）、陳朝（1225-1400 AD）

舊都的昇龍城遺址（Thang Long imperial citadel site）發掘中，亦出土了不少本類釉下褐彩

碗（圖17），7 顯示其在越南國內市場的使用與銷售狀況。

至於第一類碗的年代，東亞各地陸上與水下遺址所發現的同類遺物，當可做為參考依

據。例如日本博多太宰府觀音寺遺址出土的越南鐵繪器，與1330年紀年卒塔婆共出。8 印尼

東爪哇Trowulan遺址，是滿者伯夷帝國的中心城市，當地出土的越南陶瓷中，有將近四分

之一屬釉下黑彩或早期青花瓷，年代被歸於十四世紀中期。9 泰國暹羅灣北部海域所發現之

Rang Kwian沉船，出水越南釉下褐彩瓷與青花瓷（圖18），沉船年代被定為1270年＋/－

60，10 但該船所見最晚銅錢為洪武錢，故Rang Kwien沉船不會早於洪武朝（1368-1402）。11

馬來半島東南海域發現之Turiang沉船，該船同時出水越南與泰國釉下褐彩瓷，年代約在

1370－1400左右。12 基於上述考古資料，各國學者對於此類釉下褐彩瓷的年代判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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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Ph D disse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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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出入，如越南學者視其年代應屬陳朝晚

期，即十四世紀前半之物。13 西方則有學者

將其年代訂於1325-1375年左右。14 日本學界

有定於十四世紀中葉至十五世紀初者，15 亦

有比較特定遺址編年後，定於十四世紀後半

者。16 而筆者對應於相關歷史文獻紀錄（見

下文），認為澎湖與臺灣海域出土遺物年代，

時間應在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五世紀初的明代

初期。

第二類碗同時裝飾了釉下褐彩與釉下青

花，相同特徵的釉下彩瓷燒成廢品，可見於

Bát Tràng-Kim Lan窯區（圖19）。17 此類陶瓷

可被視為「越南釉下青花轉換期陶瓷」，而兩

種釉下裝飾在同一件器物上出現，不僅顯示

其在產地來源的密切關係，同時也成為兩種

陶瓷同時被製作的直接證據。18 故第二類碗

年代應大致與第一類碗相同。

有關第三類碗的產地與年代，2006年筆

者曾於博士論文中首度指出上述兩件陶瓷屬

於越南北部東京陶瓷的可能性。19 之後實地

走訪越南河內參考相關考古實物資料，更加

確認其應是來自越南北部Hai Duong省（海陽

省）Binh Giang縣鄰近Ke Sat河之Hop Le窯

產品。相同特徵之陶瓷遺物，除Hop Le窯址

出土品外，河內市區昇龍皇城遺址（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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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ui Minh Tri and Kerry Nguyen-Long, Vietnamese Blue & White Ceramics, pp. 137.

14 John Stevenson and John Guy(1997), Vietnam Ceramics：A Separate Tradition., p.150., South Michigan, Chicago: Art Media Resources.

15 森本朝子，〈日本出土のベトナムの陶磁とその產地〉，《東洋陶磁》，1993-94年、1995年，Vol. 23-24，頁45。
16 Nishimura Masanari and Nishino Noriko(2003), Chronological Sequence for Late 14th to Early 15th Century Vietnamese Ceramic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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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Bui Minh Tri and Kerry Nguyen-Long, Vietnamese Blue & White Ceramics, pp.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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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盧泰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透過陶瓷探索明未清初的臺灣》，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年，未出

版，頁226-228。

圖18    馬來半島東南海域Turiang沉船出水

（作者攝於馬來西亞國立博物館）

圖19    Bát Tràng-Kim Lan窯區出土

（引自Bui Minh Tri and Kerry 2001）



河內市東南Kim Lan遺址亦多有所見。而根據日本學者的看法，這類釉下褐彩器的產地除

Hop Le窯之外，鄰近Kim Lan遺址北面的Bat Trang窯，亦有可能是燒造地點之一（圖21）。20

從Hop Le窯址出土資料顯示，上述陶瓷的年代應在十七世紀左右。21 而根據越南北部

Nam Dinh Province省（南定省）Bach Coc遺址群XomB地點考古出土澀圈碗盤之地層資料

分析，可知其年代在十七世紀後半至十八世紀。22 至於日本土界、長崎、博多出土Hop Le窯同

類器物，亦提供了遺物類型相對年代的參考依據。日本土界環嚎都市遺跡所見釉下褐彩盤，

圈足寬淺，年代在1615-1630間。長崎出土釉下褐彩碗，口沿微撇，圈足足璧較為深厚，屬

江戶初期之物（十七世紀）。而長崎與博多所見釉下褐彩印花碗，直口斜璧，圈足寬深，切

足外斜內直，其年代被定於十七世紀初期至十八世紀初期。23 就上述考古編年資料看來，臺

南社內遺址出土者器形直口斜壁，且圈足外斜內直、足壁深厚，應可被置於十七世紀後半

左右，由於這兩件發現於社內遺址D區T7P3、DT8P3所屬之同一灰坑，且出土深度接近，

二器埋藏時間應相距不遠。再就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貿易變遷歷程來看，24 十七世紀前半

荷蘭人在臺灣的陶瓷轉口貿易來源，以中國江西、福建燒製陶瓷為主，到了1650年代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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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森本朝子，〈日本出土のベトナムの陶磁とその產地〉，頁48；有關此一看法，長期留越從事考古研究的西村昌也先生亦抱持

相同論點。

21 Bui Minh Tri and Kerry Nguyen-Long, Vietnamese Blue & White Ceramics, pp. 133-134 ; 森本朝子，〈ベトナム陶磁研究の現狀－

近年の古窯址發掘の成果を中心に〉，收於《東南アジアの茶道具》，京都：茶道資料館，2002年，頁186。

22 西村昌也、西田範子〈ウェトナム施釉陶器の技術‧形態的視點からの分類と編年－10世紀から20世紀の碗皿資料を中心に

－〉，《上智アジア學報》，No. 23，2005年，頁97。

23 森本朝子，〈日本出土のベトナムの陶磁とその產地〉，頁48-50。

24 以下認識與理解為筆者博士論文研究成果，見盧泰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透過陶瓷探索明未清初的臺灣》。

圖20   河內市區昇龍皇城遺址出土（作者拍攝） 圖21   河內市Kim Lan遺址出土

（作者拍攝）



1660年代，荷蘭在臺灣之陶瓷轉口貿易已趨向衰退，至於1683年以後清朝控制下的臺灣，

亦未有系統性的陶瓷轉口貿易活動，故此二件臺灣出土越南釉下褐彩器最有可能之年代，

應可被定於臺灣的明鄭時期，即1662年至1683年之間的十七世紀後半。

參、遺物分期與出現原因

經上文考證，臺灣與澎湖地區及其周邊海域所發現的越南釉下褐彩瓷年代，可大致分

為兩個時期，第一期的時間約在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五世紀初，第二期年代則為十七世紀後

半，以下分述其時代背景與出現原因。

一、衲一期：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五世紀初

第一期所見遺物，為本文所列第一類與第二類碗，幾乎皆發現於臺灣海峽的澎湖地區

與臺灣西南部海域，其中臺灣海峽的澎湖發現數量較多，已被確認者共六件，其中馬公港

水域（地點代碼MGG）發現五件，通樑（代碼TL）海濱潮間帶發現一件，至於臺灣西南部

海域打撈者則為一件。澎湖群島地處臺灣海峽東南方，自古即為東亞沿海航線之要衝。而

馬公港位於澎湖內海，澎湖本島西側的馬公灣內。2005年4月中旬，高雄港務局馬公辦事處

進行水下淤泥浚深工程，在馬公港道清理浚深後所撈起的海底堆積物中，發現了大量宋元

至近代陶瓷遺物，本文所列五件馬公港出水越南釉下褐彩瓷標本，即為其中之部份。25

上述臺灣所見越南釉下褐彩瓷的特徵，與日本出土越南陶瓷分期中的第一期遺物大致

相同。越南陶瓷在日本的發現，以九州太宰府、博多為中心，從琉球（沖繩）延伸至北九

州的東中國海沿岸。26 而近年在對馬、殼岐二島的新發現，更使其範圍擴及對馬海峽一帶。
27 日本學者森本朝子教授結合了考古資料與相關史料考證後認為：明初海禁政策頒佈後的十

四世紀後半，由於中國市場的關閉，故有南蠻船（東南亞船隻）北上航來追求新顧客，而

上述越南陶瓷就有可能是南蠻船航經琉球直接運來的，其交易對象則為殼岐、對馬的倭寇

與博多商人。至於此時期的琉球，尚未成為東亞海域獨佔南海物產貿易的中繼站；琉球被

納入中國明初朝貢體制，並從事東亞、東南亞轉口中繼貿易的時間點，則是要晚至十五世

紀的二、三十年代。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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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見筆者參與執行之陳信雄、盧泰康，《澎湖馬公港出水文物調查研究計畫期末報告》，澎湖：澎湖縣文化局，2007年；陳信

雄、盧泰康，《澎湖馬公港出水文物研究調查計畫（二）期末報告》，澎湖：澎湖縣文化局，2009年。

26 橫田賢次郎，〈太宰府出土のベトナム陶磁〉，頁101-110；有島江美，〈博多出土のタイ．ベトナム陶磁〉，《貿易陶磁研究》，

Vol.11，1991年，頁111-129；金武正紀〈沖繩出土のタイ．ベトナム陶磁〉，《貿易陶磁研究》，Vol.11，1991年，頁81-100。

27 川口洋平，〈產地不明の貿易陶磁－對馬、殼岐、長崎－〉，《貿易陶磁研究》，Vol.23，2003年，頁58-69。

28 森本朝子，〈壹岐．對馬出土のベトナム陶磁について〉，《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94集，2002年，頁145-156。



西元1368年大明王朝建立以後，明朝開始施行的外交模式與海禁政策，對亞洲地區國

際海上貿易造成了極其重大的影響。就東亞陶瓷貿易而言，西方學者Roxanna M. Brown曾

針對東南亞沉船出水陶瓷所進行研究，揭示了明代陶瓷的對外輸出，確實在特定時期出現

了數量急遽減少的現象。Brown氏將此一中國陶瓷輸出的特殊轉折變化，視為是陶瓷史研究

中所謂「明代斷層」（Ming Gap）的明確表徵。29

至於明代海禁政策是否阻礙了中國民間陶瓷的外銷，造成海外陶瓷市場的貨源短缺，

且甚至連帶刺激了東亞地區陶瓷工業的發展？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明代海禁政策雖從

明初洪武朝一直延續至隆慶朝，時間長達二百餘年，但明初洪武、永樂、宣德三朝，實為

明代海禁措施最嚴、朝貢制度最為完備，且海上武力堅強、海防戒備森嚴的時代。筆者曾

就文獻史料與相關貿易陶瓷資料交互檢視與觀察後，發現中國民間陶瓷的外銷量，在明初

洪、永、宣三朝急速下滑，這種現象至少在青花瓷上相當明顯。而在十五世紀中期以後，

明朝海上武力與海防禁令逐漸鬆懈、政府對民間窯業產銷的管制日趨鬆弛、景德鎮民間窯

場開始復甦活絡，而陶瓷產品透過私商向海外輸出的數目，亦隨之相對提高。到了西元十

五世紀後半至十六世紀初，海外地區所見中國外銷青花瓷的數量，已大為提高。30 故晚明張

燮所著《東西洋考》稱：

「成、弘之際（1465-1505），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

初亦漸享奇贏，久乃勾引為亂，至嘉靖而蔽極矣。」31

再者，越南貿易陶瓷開始向東亞各地輸出的時間，是否可對應於明初史料中的所出現

的海禁紀錄？答案亦是肯定的。早在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即已頒佈海禁之令，故洪武四

年（1371）十二月《明實錄》稱「仍禁濱海民不得私自出海」。32 洪武十四年再度下令「禁

濱海民私通海外諸國」。33 洪武十七年（1384），在浙江福建一帶的沿海城池，甚至「禁民下

海捕魚，以防倭患之故」。34 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三度「申禁人民，無得擅自出海與

外國互市。」35 到了永樂元年（1402），朱棣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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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Roxanna Maude Brown(2004), 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h

D dissertation; 另見施靜菲，〈陶瓷資料庫的拼圖－布朗博士的東南亞沉船研究〉，《故宮文物月刊》，第264期，2005年，頁

90-99。

30 盧泰康，〈海外遺留的明初陶瓷與鄭和下西洋之關係〉，《鄭和下西洋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2003年，

頁219-257。

31（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31。

32（明）夏元吉監修，《明太祖實錄》，卷70，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頁1300。

33 引同上註，卷139，頁2197。

34 引同上註，卷159，頁2460。

35 引同上註，卷252，頁3640。



「緣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以遵

洪武事例禁治。」36

為了解決民間私通海外的情形，永樂帝甚至在永樂二年（1404）「下令禁民間海船。原

有海船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37 十四世紀七十年代至十五世紀初明朝嚴禁海

防之時，正與越南釉下褐彩瓷開始向東亞各地輸出的時間一致。

至於曾經在宋元繁盛一時，臺灣海峽東南的重要貿易轉口地－澎湖，則在明初海禁政

策下，撤廢了官方機構，島民盡遷內地，私人海上貿易發生明顯變化。故明代顧祖禹《讀

史方輿紀要》中載：

「五年（1372），湯信國（信國公湯和）經略海上。以（澎湖）島民叛服難

信，議徒近郭。二十一年（1388），盡徒嶼民，廢巡司而墟其地。」38

明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亦稱：

「我朝信國，以島中有餘民，叛服難諶，故徒之以實內，湖中虛無人矣。」39

此時的澎湖群島，人跡不至，非法之徒出沒，「不逞者潛聚其中；倭奴往來，停泊取

水」。40 上文所引內容中，為何「倭奴往來，停泊取水」於澎湖？透過明代倭寇史料記載可

知，明初洪武、永樂時期，倭寇頻繁活動於中國東部海域，北起遼東、山東、江蘇、浙

江，南至福建、廣東各省沿海皆有倭寇侵擾，41 中國海防官軍甚至有遠航至越南中部的占城

攻捕倭寇的紀錄。42 而史料中所錄日本倭寇發航之地，可見永樂二年（1403）四月：「對

馬、壹岐倭寇蘇松：賊掠浙江穿山而來，轉掠沿海。」之載。43 至於洪武時期在浙江、廣東

濱海地區，中國本地武裝商人與倭寇勾結為亂的情形，則時有所聞（見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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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明）張輔監修，《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卷10上，頁0149。

37 引同上註，卷27，頁0498。

38（明）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74。

39（明）陳仁錫，《皇明世法錄》，第四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頁1989。

40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頁174。

41 鄭樑生編校，《明代倭寇史料》第一輯，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1-58。

42 洪武二十年（1387）六月條：「勒福建都指揮史司備海舟百艘，廣東倍之，並備器械糧餉，以九月會浙江，候出占城捕倭夷。」

見（明）夏元吉監修，《明太祖實錄》，卷182，頁2752。

43（明）胡宗憲，《籌海圖編》，卷6，頁17，收於《明代基本史料叢刊 鄰國卷》三七，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頁587；同樣

事件亦見於（明）張輔監修，《明太宗實錄》，卷50，頁0751。



綜上所述可知，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五世紀初期，具有武裝商人與盜匪雙重性格的日本

倭寇，結合了中國非法武裝私商、東南亞番商，持續出沒騷擾於大明帝國海防勢力未及的

東亞海域，活動範圍從日本對馬海峽至九州的

中國東海，南下至中國各省沿海，以至於中南

半島等地。至於鄰近的臺灣海峽，實為東南亞

向北航行的重要交通孔道，而明初墟地化的澎

湖群島，不僅是海峽航路上的重要航標，更是

上述東亞各國武裝商船的臨時暫泊地。

是故，本文所列之澎湖與臺灣西南沿海所

發現的第一期越南釉下褐彩瓷，以及過去澎湖

群島陸上採集陶瓷遺物中被確認的十四世紀後

半越北青瓷。44 實反映了明代初期的非官方國際

海上貿易，航經臺灣海峽與澎湖海域，將越南

陶瓷銷往日本、琉球等地的證據（圖22）。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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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Morimoto Asako(2006), About the Recent Findings on Vietnamese Ceramics: Some Historiographical Remark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Vol. 38, p. 81; 謝明良，〈遺留在臺灣的東南亞古陶瓷－從幾張老照片談起〉，《美術史研究集刊》，第二十二

期，2007年，頁18-19。

時間 出處史料內容

洪武四年（1371） 1時國珍及張士誠餘口，多竄島嶼間，勾倭為亂。

洪武四年（1371）
五月

2海寇鍾福全、李夫人等自稱總兵，挾倭船二百艘寇（廣東）海
晏、下川等地。

洪武二十四年
（1391）八月

3海盜張阿馬引倭夷入寇，官軍斬擊之，阿馬者（浙江）台州黃巖
縣無賴民，常潛入倭國導其群黨至海邊剽掠。

洪武二十七年
（1394）正月

4緣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因誘蠻夷為盜，命禮部嚴禁絕之，敢
有私下諸番互易者，必寘之以重法。

洪武三十五年
（1402）九月

5
使臣有還自東南夷者，言諸番夷多遁居海島，中國居民無賴者，
潛與相結為寇。

附表一 明洪武朝中國沿海之民與倭寇勾結為亂紀錄

圖22    第一期越南釉下褐彩瓷貿易路線示意圖

出處：1（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91，志第67，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2243。

2（明）胡宗憲，《籌海圖編》，卷3，頁17，收於《明代基本史料叢刊鄰國卷》37，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頁303。

3（明）夏元吉監修，《明太祖實錄》，卷211，頁3237。

4（明）夏元吉監修，《明太祖實錄》，卷231，頁3374。

5（明）張輔監修，《明太宗實錄》，卷12上，頁209。



載運者除了中國非法武裝商人與東南亞商人之外，應包括了被稱之為「倭寇」的日本武裝

船商。

二、衲二期：十七世紀後半

第二期所見越南釉下褐彩器遺物，目前已發現於臺灣南部臺南縣的社內遺址，年代屬十

七世紀後半。十七世紀的臺灣，由於歐洲人的東來而逐漸被當時各國航海者所熟知，成為了

亞洲貿易體系的重要環節。明熹宗天啟四年（1624），荷蘭人佔領了臺灣臺南的安平，做為

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重要貿易據點，中國對外輸出的陶瓷，遂透過荷蘭的東亞貿易系

統，源源不絕地從臺灣轉口輸出海外。到了1662年，鄭成功驅逐臺灣的荷蘭人，退居臺灣擁

明王室以抗清。緊接著鄭成功之子鄭經嗣立藩主，持續與大陸的清朝對抗。為了籌措抗清戰

爭所需之龐大軍費，臺灣鄭氏除經營臺灣島內各項發展，更積極開展海外貿易：

「別遣商船前往各港，多價購船料，載到臺灣，興造洋船，鳥船，裝白糖、鹿

皮等物。上通日本，製造銅火貢、倭刀、盔甲，並鑄永曆錢；下販暹羅、交趾、東

京各處以富國。從此臺灣日盛，田疇市肆不讓內地。」45

十七世紀中期以後的中國陶瓷外銷，由於受到明末清初中國戰亂的影響，輸出數量受

到影響，加上清廷在沿海地區實施海禁遷界，意圖斷絕大陸對臺灣鄭氏集團的貿易接濟，

陶瓷對外輸出更形困難。在這種狀況下，日本與東南亞所生產的貿易陶瓷，開始出現在臺

灣轉口貿易陶瓷類型中。

十七世紀後半，中國瓷器輸出量減少，但是海外各地市場對陶瓷的需求仍然殷切，除了

日本九州肥前窯業之外，另一個向外銷售陶瓷的窯業中心，即是位於越南北部的大越國（東

京）。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紀錄中，明確可見華人或VOC船隻大量運送東京陶瓷於東南亞地

區（見附表二）。而印尼爪哇島西部的萬丹遺址，亦出土了此類釉下褐彩澀圈碗實物。46 根

據西方學者T. Volker觀察，越南北部的陶瓷產品在1663年進入市場，並很快在1660年代後

半VOC亞洲陶瓷貿易上扮演重要角色。47 從1663至1682年間，至少有一百四十五萬件東京

瓷器被輸出至東南亞市場。這些大量製造的東京粗瓷，因為價格低廉，所以被東南亞各地

本土居民消費市場所接受。48 位於臺灣臺南的社內遺址，為西拉雅族新港社原住民所居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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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清）江日昇，《臺灣外記》，卷之六，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5年，頁237。

46 大橋康二、土反井隆，インドネシア‧バンテン遺跡出土の陶磁器〉，《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No. 82，1999年，頁74。
47 T. Volker(1971),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pp.206, 208-209., Leiden, holland: E. J. Brill.

48 Ibid, pp. 218-219.



地區，此地所發現的越南釉下褐彩瓷，見於居民生活所丟棄日用廢品的灰坑之中，除了顯

示當時臺灣陶瓷轉口貿易的發展外，臺灣本地的原住民消費者也在越南陶瓷大量外銷的狀

況下，開始使用東南亞生產的陶瓷器皿。

至於臺灣明鄭與越南北部的直接貿易交通的狀況，中文史料所載甚少，僅見江日昇

《臺灣外記》中所言「下販暹羅、交趾、東京各處以富國」一語而已，而有關臺灣與東京之

間的陶瓷交易紀錄，更是付之闕如。49 是故，臺南社內遺址所見之東京陶瓷遺物，實為反映

明鄭時期臺灣與越南北部貿易的重要例證。50 越北、臺灣兩地之間的陶瓷貿易活動，可能是

透過越北當地華商進行的。成書於1708年的日本《增補華夷通商考》稱：

「東京：唐人經常航往其國載運土產而駛來日本；時有土著之人隨船而來。該

地流寓之唐人眾多……。」51

《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十六景治元年（南明永曆18年，1663）八月條載：

「令旨各處承司察屬內民，有外國客人（中國清人）寓居者，各類以聞，隨宜

區處，以別殊俗。」52

越北東京華商在東亞地區貿易活動頻繁，如日本學者和田久德先生即曾在其研究《ト

ンキン華僑林于騰の長崎貿易》一文，針對史料《華夷變態》中東京華商林于騰在日本長

崎的貿易活動進行討論。53 因此，臺灣與東京之間的貿易活動，除了臺灣東寧船直接開赴東

京貿易之外，也有可能是東京華商航來販售於臺灣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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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就表二所列1660年代至1680年代越北東京陶瓷輸出狀況可知，運送者除荷蘭東印度公司之外，華人船隻亦佔相當比例，而此一

時期東亞海上華商中最具有勢力者，莫過於臺灣鄭氏所屬海商集團，儘管荷人並未提及「臺灣」做為東京陶瓷輸出的目的地，

卻已揭示華人海商主動以東南亞陶瓷做為轉口貨物的可能性，而此一轉口貿易特徵，實對應於臺灣明鄭海商所從事之日本肥前

陶瓷轉口貿易。

50 盧泰康，《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透過陶瓷探索明未清初的臺灣》，頁227-228。

51 西川求林齊輯，《增補華夷通商考》，卷三，轉引自陳荊和，〈清初華舶之長崎貿易及日南航運〉，《南洋學報》，第十三卷第

一輯，1957年，頁2662-2663。

52 陳荊和編校，《大越史記全書（下）》，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1986年，頁975。

53 和田久德，《トンキン華僑林于騰の長崎貿易》，轉引自鄭瑞明，〈日本古籍《華夷變態》的東南亞華人史料〉，《海外華人研

究》，第二期，1992年，頁136-137。



肆、結語

臺灣與澎湖及其周邊海域所發現的越南釉下褐彩瓷，年代可分為兩期，第一期為十四

世紀前半至十五世紀初，第二期為十七世紀後半的清代初期。兩個時期分別反映了不同時

期東亞各地陶瓷貿易消長變遷的狀況，以及臺灣、澎湖及其周邊海域在亞洲國際海上貿易

網絡的重要性。第一期為明初海禁政策下，中國陶瓷外銷量銳減，東南亞陶瓷開始向東北

亞銷售，中途航經澎湖海域與臺灣海峽所留下之遺物。第二期為清代初期，由於中國沿海

戰亂與海禁遷界，中國陶瓷外銷量再度下滑，以臺灣為基地的明鄭海商集團，將非中國生

產的日本、東南亞陶瓷納入東亞海上貿易商品，而在臺灣本地居民消費市場中，遂開始出

現了越南釉下褐彩瓷碗，用來做為一般日常生活中的餐飲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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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十七世紀後半越南北部（東京）陶瓷的輸出

期日 隻船或者出輸 地航發 地的目 型類與量數 數頁處出

3661 船克戎艘一 京東 亞維達巴 00001 碗瓷粗件 602

4661 船克戎艘兩 京東 亞維達巴 000021 杯瓷的質品等中式各件 602

6661 明不 京東 亞維達巴 00006 杯瓷粗件 702

7661 COV 隻船的 京東 亞維達巴 00003 杯瓷粗件 802

8661 明不 京東 亞維達巴 00004 瓷粗 902

9661
艘兩 COV 隻船的

京東 亞維達巴
044855 杯瓷粗件

902
船克戎的人國中 00007 杯瓷粗件

0761

COV 隻船的
京東 亞維達巴

061412 杯瓷粗
012

船克戎艘一 00059 杯瓷粗

COV 船快的 亞維達巴 adnaB 00098 子杯製京東件 112

2761

船克戎艘一 京東 亞維達巴 005 子杯件 112

明不
臘答門蘇

soraB
亞維達巴 的要需不或多過存庫回送 00052 子杯京東件 112

5761 明不 京東 亞維達巴 00003 碗件 412

8761 明不 京東 亞維達巴 047001 與件 8 器瓷箱 512

0861

明不 matnaB 亞維達巴 00001 杯小件 612

明不
臘答門蘇

gnotebkoleT
亞維達巴

的求需有沒回送
0006 子杯小製京東件

712

1861
明不 matnaB 亞維達巴 0005 子杯製京東件 712

船克戎人華之亞維達巴 京東 亞維達巴 000021 子杯製京東件 712

＊本表資料摘錄自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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